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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的重要性

本文旨在對當代印尼華人的政治命運進行記錄與解釋，尤其著重於近代與當代史上印尼對中國以及華人的認識，還有印尼華人對中國與自身的認識，包括這些思想與觀感如何在當代印尼對中國的關係、印尼間歇的排華運動、政府對華人政策的反覆中，成為其間政策與行動上的基礎。這樣的研究必須從印尼近代及當代史入手，掌握印尼對中國的政策如何開展或變遷，才能呈現出印尼對華人的立場。

在研究印尼與中國以及華人的三角關係時，不能不回到蘇加諾總統時期來看。當初的蘇加諾總統和當時剛獨立的印尼可以說是在東南亞最強的國家，不論是在政治或經濟方面。在經濟方面印尼雖然剛獨立，但是印尼擁有大量的天然資源；在政治方面，印尼蘇加諾總統提出中立主義外交政策
（Politik luar negeri Bebas-Aktif），並在1955已經成功召開亞非會議（Asia-Africa Conference, Bandung, April 1955），目的是為了不參加兩極的冷戰對抗（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個亞非會議的成功，是要鼓勵當初的非洲國家從事反殖民的精神運動，亞非會議就是之後所認知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
自從反殖民主義以及反西方國家的霸權以降，蘇加諾總統積極的推動中立主義的外交政策與不結盟運動。1961年英國未同印尼諮商而單方面安排它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獨立，英國政府把新加坡，沙巴，沙嘮越，汶萊還有印尼的北加里曼丹（North Borneo）轉併給馬來西亞聯邦引起蘇加諾的反抗
。蘇加諾認為馬來西亞聯邦國的成立就是代表英國要以「新方式」保存它的殖民主義，而印尼在東南亞是最大的國家，英國單方面的決定未經過印尼的同意，加上英國劃分北加里曼丹給馬來西亞，讓蘇加諾感到英國不重視印尼的主權。
1965年馬來西亞成為聯合國的暫時會員國時，印尼選擇退出聯合國，並且開始建立一個與聯合國對抗的組織「新興勢力會議」（Conference of New Emerging Forces-CONEFO）。這個時候印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並鼓吹新興勢力會議能夠代表貧困與第三世界國家。當時印尼的中立主義外交政策開始偏向社會主義國家，於是成立了雅加達－北京－平壤軸心（Jakarta-Peking-Pyongyang Axis）。另外一方面，在1960年代初期的印尼本國政治中有三大強勢力：第一個是軍權，第二個是共產黨，第三個是蘇加諾總統本人的權力。北京政府與蘇加諾的關係令軍隊感到是一種威脅，但是因為蘇加諾的權力以及反殖民的聲望，讓軍人無法分裂他與共黨之間的關係。另外一方面，自從成功打敗蘇門達臘和蘇拉威西在1958年的分裂動亂後，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強。蘇加諾總統感到軍隊的威脅。在印尼共產黨的建議下，蘇加諾認為了平衡軍隊與共產黨的勢力，蘇加諾再成立了第五縱隊（陸，海，空，警察之外的部隊）。這第五縱隊是從工人與農民組成的。為了實現第五縱隊的計畫，蘇加諾派當時的空軍領袖Omar Dhani，到中國尋求中國的武裝支持。
這種國內的權力鬥爭在1965年9月30日在共產黨開始政變那天結束。蘇哈托中將領導軍人打倒共產黨的勢力，同時把共產黨在印尼消滅。自從那個時候開始，印尼單方面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止外交關係。軍人政府宣稱共產黨的政變與北京有密切的關係，而北京是支持印尼的共產運動
，雖然後來美國的CIA發布的報告內容，並沒有證據顯示北京與印尼共產黨的政變有關聯，則軍政府其實是透過對中國的形象進行了某種理所當然的想像與塑造，才可能依此基礎遂行政治鬥爭，從而影響到印尼華人的政治命運。
二、 研究背景
每逢8月17日印尼都會舉國歡慶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念日，8月17日是在印尼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在此之前，還有一段對今日印尼影響深遠的日本佔領時期（1942-1945）。假設日本當時沒有侵略印尼，被稱為印尼國父的蘇加諾（Soekarno）就不會成為「偉人」；而如果沒有之後蘇加諾的領導，印尼這個東南亞最大的「萬島」國也不會誕生。其結果，可能華人與當地土著之間的關係，就有所大不同。因此，要掌握當代印尼如何認識華人、中國文化乃至於中國，了解這段歷史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佔領印尼的時間雖然相當短暫，但是這段時期帶給印尼許多變化。日本在1942年1月10日進入印尼時，蘇加諾仍被荷蘭政府監禁於一個非屬爪哇島而基督教人口佔相當比例的東努沙登加拉省（Ende, Flores, Nusa Tenggara Timur）。日本進入印尼可被視為是結束了荷蘭殖民時期，印尼的民族主義在日本軍釋放了蘇加諾後開始蓬勃發展，日本尋求與蘇加諾合作，並保證讓印尼保有完整的獨立。因此，蘇加諾與日本設立一個相互合作的「三A組織」（Organisasi Tiga A 或Triple A Organization），意指日本是亞洲的領袖（Jepang Pemimpin Asia）、日本是亞洲的守護者（Jepang Pelindung Asia）、日本是亞洲之光（Jepang Cahaya Asia）等三種身分所構成的一個以亞洲為號召的組織。同時，日本任命印尼的四大領導者（Empat Serangkai），Soekarno（蘇加諾）、Mohammad Hatta（哈達－印尼獨立後的首任副總統）、Kyai Haji Mas Mansyur（穆斯林穆罕馬迪亞之領導者）、Ki Hajar Dewantara（世稱印尼教育之父），設立一個叫做人民力量中心（PUTERA或Pusat Tenaga Rakyat）的組織。其目的是宣傳日本的帝國政策，同時向印尼人民宣傳日本會將印尼從西方國家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此外，因為日本答應讓印尼保有完整的獨立，其設立了一個獨立審查委員會（Badan Usaha Penyelidik Kemerdekaan Indonesia-BPUPKI, The Committee for Preparatory Work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日本語：Dokuritsu Junbi Cosokai－獨立準備調查會），在這個委員會裡，除了印尼本土獨立領導者之外，有四個支持印尼獨立的中國人在這個委員會裡，他們是Oei Tjong Hauw（黃忠孝）、Oei Tiang Tjoei（黃長水）、Mr. Tan Eng Hua（陳英華）、Liem Koen Hian（林群賢）
，厥為華人參與當代印尼政治的重要事例。
在探討華人與印尼獨立之關係時，本文以下章節有時會根據情況而使用「中國人」而非「華人」一詞，因為當初在印尼的社會沒有「華人」這個身分，印尼人與荷蘭政府只知道「中國人」或「支那人」的身分。即使在今日，印尼社會裡其實仍然沒有「華人」這個概念。只有在華人社會裡，華人才會稱呼自己是華人，而且關於「華人」這個身分，在印尼各島的華人社區又有不同的認知。例如，在印尼的爪哇島，因為當地的「華組」多半已經不會中國的方言，所以他們會稱呼自己是Suku Tionghoa「中華族」；在南與北蘇門達臘華人會稱呼自己是Orang Cina「支那人」或是Teng Lang（福建語：唐人）；而在西加里曼丹當地華人也稱自己是唐人；該地區的別種族則會稱華人是Orang Cin「清人」。後來1998年5月「排華」事件發生後，印尼的政局進入了新階段，瓦希德總統（Abdulrahman Wahid）上任後決定把「支那」這個名詞廢除改回Tionghoa「中華」。
   
 後來BPUPKI改成獨立準備委員會（PPKI-Panitia Persiapan Kemerdekaan Indonesia；或日本語Dokuritsu Junbi Inkai－」；或英語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ce）。印尼民族運動接著又分裂為兩派，一是Golongan tua，也就是蘇加諾等人選擇與日本合作的「長悲」派；二是Golongan Muda，即「青年」派，主張印尼的獨立不應該由日本主導。蘇加諾認為印尼的獨立不應該再用「流血」的手段；但青年派認為日本在亞洲逐漸喪失勢力，主張蘇加諾應該要立即對外宣布獨立。雖然這兩派都希望印尼可以立即對外宣布獨立，但是因為有不同的看法，結果，在1945年8月16日零晨4點，蘇加諾和哈達被青年派綁架到雅加達東邊的郊區（Rengasdengklok, Jawa Barat）一個支持印尼獨立的中國人，Djiaw Kie Siong的住家。後來在當天的晚上10點蘇加諾與哈達再回到雅加達，在一個支持印尼獨立的日本軍人Laksmana Maeda的家，討論印尼的獨立宣言。而在隔天1945年8月17日，蘇加諾在其住家外宣布印尼的獨立：

我們印度尼西亞國民特此聲明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至於權力轉移事項等依法定程序在短期間內進行。
雅加達，05年，8月17日。代表全體印尼國民：蘇加諾－哈達
然而，即便已經宣布獨立，印尼新政府尚未完全控制印尼的領土。蘇加諾宣布印尼獨立後，擔任印尼的第一任總統。蘇加諾認為印尼獨立之後首要事務是奠定建國基礎。就如蘇加諾在BPUPKI的第一次會議宣言（1945年6月1日，之後是建國五大原則的紀念日）所述，蘇加諾認為Pancasila「班察西拉」建國五大原則是最適合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因為印尼的獨立來自於全體國民的貢獻，而非一個團體或宗教的貢獻。建國五大原則內容如下：
1. 信仰唯一真神（KeTuhanan Yang Maha Esa或 Belief in the one and only God）。
2. 人道主義（Kemanusiaan yang adil dan beradab或Just and civilized humanity）。
3. 全國統一Persatuan Indonesia或The unity of Indonesia）。
4. 人民主權（Kerakyatan yang dipimpin oleh hikmah kebijaksanaan dalam permusyawaratan/perwakilan或Democracy guided by the inner wisdom in the unanimity arising out of deliberations amongst representatives）。
5. 全體社會平等（Keadilan Sosial bagi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或Social justice for all the people of Indonesia）。
 值得注意的是，蘇加諾與其他民族主義運動者都表示，孫中山先生的民族運動對印尼民族運動有相當影響。孫中山的民族運動的思想經由一些中國人進入印尼，並深刻影響印尼年輕人以及民族運動者的思想。蘇加諾曾強調印尼國家獨立建國運動的基礎，Pancasila，是來自孫中山先生的”San Min Chu I”「三民主義」的經驗影響。

其實，印尼華人的貢獻不只展現在印尼爭取獨立時期。他們在1930年的政治運動裡，主張反殖民主義的華人在印尼知識份子反抗荷蘭政府的運動裡，亦扮有相當重要角色。然而，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人團體分裂為三派。第一派是傾向於對祖國中國認同，認為自己永遠都是中國人，而必須對祖國的效忠。第二派是傾向支持殖民政府的統治，選擇與殖民政府合作，接受殖民政府的教育。第三派則支持印尼民族的運動，認為自己是印尼的一份子，然保持自己所屬種族身分。
在當時華人的政治傾向與思想的複雜背景下，導致印尼當地人對於華人的看法也不一致。尤其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殖民政府劃分印尼人、華人和歐洲人的社會地位，並將他們的居住地分開。此外，荷蘭政府的許多政策常常引起種族的鬥爭。種族鬥爭與排華運動不只發生在殖民時期，在蘇加諾時期排華的暴動常發生的主因，是當時華人在政治方面比較有權力，且蘇加諾總統在外交上採取親華政策。這種情況被一些親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利用為煽動排華運動的種子。而到蘇哈托總統時期，華人在政治方面完全喪失地位，這時排華運動發生的理由轉為經濟以及宗教因素引起的衝突。在蘇哈托時期華人只能在經濟領域活躍，所以華人被印尼人視為經濟上的統治者。而在宗教方面，華人多半為基督徒與儒教，於是經常與印尼各省的伊斯蘭教徒發生衝突，這種宗教矛盾被當時的軍人政府利用為鞏固自己政權的工具。

三、研究動機
本文的動機是要整理並發現導致印尼華人政治命運的歷史進程，是如何在主觀上成為可能的，或看似可以言之成理的，尤其是在思想與觀念上，印尼華人如何作為印尼主要政治勢力以及華人自己眼中的一個群體，這其中與印尼對中國的互動或對中國的看法，有什麼相互構成關係。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獨立於1945年8月17日，當時的印尼的獨立審查委員會討論的重要議題，是印尼反殖民者應如何界定印尼的領土區域以及外交政策。在冗長的辯論中，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是完全繼承前殖民者領域並加入北婆羅州（Northern Borneo）、沙嘮越、汶萊、東帝汶、馬來亞、西伊里安（West Papua），及各地的附屬島嶼；第二是完全繼承前殖民地但不包含西伊里安；第三是完全繼承全殖民地包含馬來亞但不包含西伊里安。在三個方案中印尼第一任總統蘇加諾（Soekarno）偏好第一項方案，對蘇加諾而言，建立一個從蘇門達臘（Sabang, Sumatera）到西伊里安（Merauke, Irian Jaya）的大印尼是他一生的重要志業；哈達副總統（Muhammad Hatta）則支持第二個方案。
最後的投票結果為方案一獲得39票，方案二獲得19票，方案三獲得6票；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印尼民族主義者最後還是主張一個包括東帝汶在內的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雖然目前印尼的領導人多次表示不侵略其他國家的領土，但是1963-65年與馬來西亞的鬥爭依然會讓鄰國質疑印尼政權的承諾。鄰近國家深怕印尼還會把古老的王國室利佛逝（Sriwijaya）和滿者伯夷（Majapahit）曾固有之領土「從馬來西亞到菲律賓」納入印尼的版圖。

第二個討論的議題是如何決定外交政策，在涉及到中國的方面，蘇加諾堅持其在1945年6月1日全國代表演講的「建國五大原則」（Pancasila），強調建國五大原則是吸收自中國革命領導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思想。蘇加諾也重申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尼不只是大在領土上，在各方面尤其是經濟與政治上也要做東南亞國家的領導者，所以印尼在外交上必須與其他在亞洲的國家保持友好的關係，其中一個是中國。
也因為以上蘇加諾的宣言，印尼在1950年與中國建交，後來在冷戰時期比較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例如蘇聯與中國。但是，1965年9月30日發生軍事政變，蘇加諾政權被推翻，取代他的蘇哈托中將（Mayor Jendral Soeharto）在美國的支持下終止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印尼國內開始出現反共與反華運動。
直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次年獨裁者蘇哈托被印尼的大學生推翻下台，當時國內華人被視為經濟的統治者，所以印尼各省又開始發起排華運動。華人被視為對本國安全的威脅種族，雖然針對的是本國華人，但是此問題卻影響到印尼對中國的外交關係。印尼人民一直以來都認為本國華人與中國有密切的關係。2000年瓦希德總統（Abdulrahman Wahid）上台後，對華政策再度改變；瓦希德認為中國是印尼最好的友邦，不管是在歷史上、政治上皆有密切關係，因為印尼是東南亞最多華人的國家，所以瓦希德希望透過這種歷史及文化的連結提升兩國關係，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問題，並逐漸步解決華人在印尼的問題。
這五十年期間，印尼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斷斷續續的進行。從1950年的友好關係到1967年的敵對關係，在1990年恢復外交關係之後，印尼還沒有完全將中國視為友邦國家，直到2000年瓦希德任總統後把中國當作有「歷史與文化」淵源的國家。相對於此，印尼華人自印尼獨立以來到目前為止，則面對的是不曾間斷的國籍、身份以及歧視問題。本文試圖觀察印尼與中國以及印尼國內華人在蘇加諾總統（1950-1965）、蘇哈托總統（1967-1998）到印尼政變（1998-現在）時期的外交關係與政策中，是如何被述說、被呈現或被對待的，並分析在印中關係下，未來的華人身分發展趨勢。
四、研究目的
自印尼爭取獨立以來，當地的華人對印尼獨立有不少的貢獻。儘管在獨立前和建國後，中國人在印尼也分成不同的政治黨派與思想，但不僅在戰場及外交上，印尼華人都參與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成立。過去印尼與中國斷斷續續的外交關係以及對國內華人的不確定政策和華人政治的政治偏向，是本研究要了解的目的。
本研究是整理印尼各界在什麼樣的對中國或華人的認識基礎上，開展出獨立以來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以及印尼政府對境內華人的政策。印尼不僅是東南亞最大的島國，也是全世界資產最豐富的國家。正因如此，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在東南亞擴大自身勢力，兩極的競爭所導致印尼與中國的關係的重大變化，這其間是反映了對中國或華人的哪一種認識角度？
五、問題意識
本文從以下兩個設問去處理上述研究目的，即是否對待華人的政策或態度是印尼外交、宗教、經濟政策中恆在的因素。其次，華人如何理解自身在印尼的各項政策中的地位，以及是否對自身的華人身分採取有意識的因應策略。首先印尼建國以來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一個代表合法的中國並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印尼的外交政策是不結盟、自由、積極（Non blok, bebas dan aktif），但是後來在蘇加諾總統的執政下，比較傾向於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蘇聯與北韓。在國內蘇加諾稱中國是印尼的Saudara Tua/Elder Brother，當時印尼的外交方向是傾向共產主義的國家。雖然如此，由於印尼甫獨立時國內政局不穩定，除了經濟問題外，中央政府經常面對國內各島以宗教或種族名義進行的分裂運動；最後歷史紀錄顯示，這些叛亂中最後的受害者都是本國的華人。
直到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產黨發動政變導致蘇加諾政權被蘇哈托將軍推翻。當時的軍政權定調1965年9月30日（後來印尼歷史上所稱的9.30事件）共產黨發動的政變是受到中國的支持，因此印尼單方面與中國終止外交關係。
這代表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失敗嗎？亦或蘇哈托將軍因為個人要當領導者的「雄心」將政變問題推到中國身上？因為蘇哈托下台後9.30的真象又受到印尼的學者、政治家等各界人士攤開討論。他們認為9.30事件根本不是共產黨所發動的，更遑論受到北京的支持。本文對此問題的切入點會將排華運動以及9.30事件作為一個中國與印尼的外交關係中斷的重點。
第二，由於東南亞國家中擁有最多華人的是印尼。雖然僅占全國人數3%，但華人在印尼掌握70%的經濟資源。再來，華人與其他種族的宗教與文化不同，所以華人一直以來都被視為「國內的外國人」，不愛國，不想參與印尼政府各項政策，不願認同當地人及當地文化，依然效忠祖國「中國」，而不想脫離身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身分。本文將探討並解釋華人自身對於所處環境地回應，尤其是華裔的身分認同以及對中國的觀念。
　
六、文獻探討
Rizal Sukma在他的Recent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一書中認為，印尼與中國兩國之間的關係早期是建立某種激進的政治聯盟（Radical Political Alignment）來共同面對西方的強權。兩者之間的友好關係失敗，在於印尼共產黨發動的9.30事件導致印尼的政權改變，及其後新秩序（New Order）政府的上台。對印尼來說，中國的共產主義積極的影響印尼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時中國也不斷尋求印尼華人對祖國的政治特別是經濟援助。在新秩序政權的觀點來看，印尼共產黨、華人與中國是有密切關係，中國且涉及到印尼的9.30事件。所以他認為，若今天再度發生排華的話，必然影響到印尼與中國將來的關係
。Rizal Sukma描述兩國之間的關係時指出，基本上在新秩序政權時代，印尼政府面對國內的極大壓力。雖然新秩序政權透過外交部從70年代開始努力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但是遭到國內的軍方以及伊斯蘭派的強烈反對。自新秩序政權上台後，軍方控制印尼各方面的行政權，包括外交政策。軍方認為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對國內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脅。穆斯林派認為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涉及到印尼華人的動向，因為華人一直被視為效忠「祖國」中國的印尼國民。在政府無法解決華人問題或華人還未改變態度之前，必須考慮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是不是妥當。

Thung Ju Lan則認為，印尼與中國的關係的困擾主要是來自印尼國內的各方政治利益者的鬥爭，而華人問題早就已經存在。從荷蘭政府時期就已經把殖民地的國民分成幾個階級，等到印尼獨立後，華人本身的政治傾向以及華人在經濟上的角色，都給人一種印象，即大多數華人比印尼當地人富貴，這也是導致一種對華人的社會妒忌 （kecemburuan Sosial）。印尼政府基本上從蘇加諾時期起，就沒有很強烈的壓迫華人的作為，一定要讓華人融入在印尼的社會裡面，因此蘇加諾尊重華人黨派自己的選擇。當初華人分成同化派（Asimilasi）與融合派（Integrasi），這兩派的特徵是，同化派認為印尼華人必須脫離華人的身分，在日常生活必需運用當地的方言、文化、習俗等，而融合派認為要做一個真正的印尼人不一定要脫離自己的身分，因為印尼是多島和多種族組成的國家，印尼華人根本與其他的當地人已經沒什麼兩樣。蘇加諾比較與融合派接近。而同化派與軍人的關係比較良好。這也是導致華人群體裏面的政治傾向不一。9.30事件發生後，華人因為在生活方面都還是表現出自己的身分，而在經濟方面他們更比較有優勢，所以他們被視為不同群體，因此猶如是支持共產黨與中國的一份子。不過，蘇哈托掌權後排華暴動不斷的發生，不是因為反共主義。主要的問題是因為貧富的差距太大，而政府繼續縱容這種對華人的歧視狀況，沒有意願解決華人的問題，尤其是國籍的問題。

La Ode的研究反映了印尼當地學者的疑慮，他認為華人問題以及與中國建交的問題，不只是存在於蘇加諾時期或蘇哈托政權時代，瓦希德總統身為印尼首任改革時代的總統也面對這種問題。瓦希德上台後，他解除各個對華人不利的或排華的政府條例及行政命令，但是不代表排華問題就不會再發生。自從華人的政治參與被開放之後，許多華人加入各政黨的會員。而同時中國的崛起也讓印尼國內尤其穆斯林派與軍隊害怕，華人會利用這個時候再次與祖國中國有特別好的關係，所以他們認為開放印尼華人參政的決定也必須重新考慮。但是他們也不否認，中國的崛起會帶來對印尼在區域上的好處，尤其在東協。

　　儘管在1998年的悲劇事件後發生了各種變化，包括最近對賦予華裔印尼人社會和政策空間來表達文化認同的《公民權利義務法》（核定編號12/2006）進行修訂，但是根據XXX的判斷，華裔印尼人仍認為情況就像《新秩序》（New Order）期間一樣，充滿著潛在危險。在頒佈坤甸市（Pontianak）市長的第127號政令之前和之後，該市的馬來人於2008年初表現出的反華人情緒，被視為華裔印尼人地位有持續動盪的指標；這個第127號政令禁止在中國新年慶祝期間表演舞龍舞獅。在此之前，新任民選副總統Jusuf Kalla於2004年10月12日（《希望之光報》〔Sinar Harapan〕，2004年10月12日）表示他想要針對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給予不同的待遇，藉此來區分華裔印尼企業家，這番談話也顯示華裔印尼人未被當作平等公民來對待。
　　在Ju-lan Thung的研究中，對未來的發展並不抱持樂觀。顯然地，即使哈比比總統（Habibie）已制訂法律（總統命令第26/1998號），規定正式的政府政策和商業不得再使用「原住民」（pri）與「非原住民」（non-pri）的詞語，但政府關於廢除對華裔印尼人不公平待遇的政策，大體而言未能落實。同樣地，Thung指出瓦希德（Abdulrachman Wahid）擔任總統期間頒佈2000年第6號總統政令，廢除禁止華人傳統習俗在私人領域實行的1967年第14號總統政令，也被許多華人和印尼原住民視為對華人不公平待遇的結束。總體而言，這些政治動作和法律修訂對華人與印尼原住民之間行之已久的對立狀態，影響十分有限。如果對坤甸事件加以深入解讀，華裔印尼人仍受到歧視和深層的憎恨；這起事件在西加裏曼丹省（West Kalimantan）省長及副省長選舉中獲勝之後立刻發生，是坤甸市的一位華裔印尼人與一位迪雅克人（Dayak）的衝突。顯然地，坤甸市的馬來人無法接受華裔印尼人參與地方政治的意願和需求。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在印尼種族比例不低的華人當然在立法部門需要代表，使得他們有管道傳達自己的「心聲」，可是，華人參政在印尼並非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歷史上華人是「外來人」，雖然他們有部分已經數代居住在印尼，他們必須接受華人是印尼的一份子的歷史現實。印尼華人的問題在於即使他們是外來人或者外來族的後裔，但已經選擇印尼國籍，是否與其他種族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利和義務？其實從法律上講，華人在印尼的地位已經從「外來人」轉移到「公民」了。正如印尼憲法法官Jimly Asshiddiqie所說的：
印尼華人在1998年改革時期已經成功爭取他們的身分，他們已經成功爭取「中華」（Tionghoa）這個身分，從此之後也不會被稱「支那」（Cina）。此外為了人權以及廢除對華人不平等的理由哈比比總統已制訂法律（總統命令第26/1998號），規定正式的政府政策和商業不得再使用「原住民」（pribumi）與「非原住民」（non-pribumi）的詞語。假設有分別種族的稱呼，這只是要分別出來印尼大國的各種族身分罷了。所以華人的身分問題早就已經不存在而不需要再重再質疑。
現在的問題是印尼社會如何對待華人在印尼的社會以及法律地位。雖然Jimly自己表示華人的身分不需要再質疑，但是他再度提到他對「中華」（Tionghoa）這種詞語感到「不自在」，理由是他認為Tionghoa這個詞語會使華人與印尼其他種族的相處「距離」越來越大，因為中華（Tionghoa）這個詞來源是中國（Tiongkok）。然而中國（Tiongkok）的涵意是「中點」的國家，其他國家都是邊緣的國家。他認為Tionghoa這種稱呼對華人會讓華人覺得自己的文化是比其他的文化最高的。所以他認為不須要堅持華人這個名稱，最重要的是在法律上各有平等的對待，甚至華人這個名稱不該存在。華人只需要聲明他自己是來自哪個省、就與該省的種族身分相同，例如來自西爪哇省的華人應該稱自己是巽他人而不是華人。
Jimly認為中華（Tionghoa）這個詞會使華人覺得自己的文化比其他的高調，然而華人對印尼的實際效忠狀態又是如何？是否華人堅持保存文化是對印尼拒絕效忠？印尼華人究竟是insider或outsider，親友（Teman）或敵人（musuh）？華人一直以來都被視為經濟的統治者，若再開放政治領域給華人參與，會使華人比其他的種族更優勢嗎？
其實，這就要看華人之後的政治地位，而華人會不會利用其政治與經濟地位來保護自己的群組或者為個人的利益。如果答案是，與印尼當地人要平等相處或者要真正融合於印尼的社會裡很難實現。
　　

七、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本研究將採取「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做為研究的方法。首先使用「歷史研究法」描述印尼建國時期和當代與中國關係的歷史資料，並找出華人對不同的政治以及身分偏向的實際情況。
其次，「文獻分析法」方面則透過專書、學述論文、期刊、網路資源及當時發行報刊和官方發表文件作為實體資料，期許能夠更清楚得解釋中國、華人以及印尼所面對的主要問題。
在探討印尼，華人與中國的問題時，就像瓦希德總統所說的，印尼與中國在歷史上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文化與經濟的方面。另外身為東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尼也是在東南亞最多華人居住的國家，雖然才佔3%的總人數。但是因為印尼是很多種族組成的國家。如果從種族來看印尼華人是排在第四大種族，在爪哇，馬來，巽他（Sunda）族之後。雖然只佔3％的人口，華人被視為印尼的經濟掌權者以及外來者，甚或是外國人，因此排華暴動常發生。本研究試圖從三個觀點來分析。
第一是經濟。實際上在未獨立之前，印尼與中國之間已經有非正式的貿易來往。獨立後為了反殖民主義以及西方的強權，蘇加諾的外交中立政策逐漸往社會主義的國家偏向。直到新秩序政權上台後，印尼的政治發展全都趨向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內華人只能生活在經濟領域，因此華人專心在經濟事業。
第二是在政治方面，蘇加諾時代雖然沒有正式的華人政黨，但是蘇加諾的內閣都有華人的參與。蘇加諾認為，華人的問題其實是印尼本國的問題，完全與中國方面無關。蘇加諾時期的政策給予華人選擇要印尼國籍或者中國國籍。當初與中國保持特別的關係，是因為反殖民主義，現在到了蘇哈托時期，華人不能參政，但是可以有投票權。
第三是宗教。印尼的憲法裡面規定，每個印尼國民都必須選擇一個宗教信仰。從印尼獨立以來到蘇哈托政府，有五個宗教正式被政府承認：伊斯蘭、基督新約教、基督天主教、佛教與印度佛教。沒有宗教信仰者會被當成共產份子，華人當時因為此政策多半選擇佛教與基督教。
八、研究範圍與限制
印尼是東南亞的島嶼國家，因為幅員廣大，獨立前不僅是荷蘭的殖民地，許多島嶼上也有不同的殖民者，如帝汶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蘇加諾宣布獨立時，還有部分島嶼尚未完全脫離殖民者的統治。雖然還不算是一個完整獨立的國家，但是當時爭取獨立的印尼菁英已經與中國有非正式的聯繫，加上當時在印尼的中國人也有部分支持印尼獨立，並與「祖國」中國聯繫關於印尼爭取獨立的途徑。即使本研究範圍是從1950年正式與中國建交至2012年印尼走向民主時代，但依然必須從獨立時期對印尼做一個歷史回顧，探討中國以及華人的三角關係。
本文主要是以歷史資料和文獻方法來分析。因為中國在許多方面許多資料並未公開，尤其政治方面；相對的，印尼雖然走向民主化，但公開的官方文件依然缺少，因此在資料的取得方面還是甚少。面對此問題筆者將會訪談印尼科學研究院的學者以及當時發行之報刊彌補研究上資料的不足。
九、章節安排
本研究預計將分有六章。第一章為前言，包含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途徑和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二章將討論兩個部分，分別是蘇加諾與中國以及早期華人的政治思想。第三章將解釋9.30事件，印尼與中國終止關係以及華人生活在印尼面對的困境。第四章探討印尼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後發生重大的排華事件（1998年5月3日），此事件引起各界關注，不論國內或國外使得印尼整個國家開始走向民主化。第五章將討論印尼民主化之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以及華人的政治地位與思想的演變。第六章將針對以上的內容分析印尼對中國與對華人的認識如何變遷以及產生了什麼作用。
第1章 前言
第1節 研究背景
第2節 研究動機
第3節 研究目的
第4節 問題意識
第5節 文獻探討
第6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途徑
第7節 研究範圍與現制
第8節 章節安排
第2章 印尼的外交政策中的中國與華人
第1節 蘇加諾在世界的政治角色
第2節 蘇加諾與中國
第3節 華人在印尼獨立前後的身分意識
第3章 蘇哈托將軍時期的中國與華人
第1節 9.30事件與印尼的外交政策
第2節 1967年印尼宣布與中國終止外交關係
第3節 ９.30事件對華人的影響
第4節 蘇加諾對華人的態度與9.30事件
第4章 印中恢復外交關係與華人
第1節 恢復外交關係的途徑
第2節 印尼國內各界的反應
第3節 蘇哈托時期印尼華人的地位
第4節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對印尼的影響
第5節 排華運動與推翻新秩序政權
第5章 印尼民主化與中國崛起下的華人身分
第1節 印尼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以及對國內華人的政策
第2節 中國與華人VS 華人與中國
第3節 印尼與華人 VS 華人與印尼
第6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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